毛泽东与邓小平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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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翻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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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十分清楚，谁否定文革就打倒谁，这是毛的文革底线，而他的“全面整顿——翻案”之锤，已锤击了毛的文革底线。因此，他预感到，在“全面整顿”面前，他可能被撤，并做好了被打倒的准备。果然，1975年11月，虚弱的毛泽东，已判定邓“右倾翻案”的用心，于是，他向邓小平发出最后通谍，要邓小平根据其在效忠信中所表达的立场即文革“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和“永不翻案”的承诺，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善做“吹风”小动作的毛泽东，通过他侄子毛远新等人，已将他对文革的评价“吹”了出去：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
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前面我们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是个个性坚强从不认输的人。“解放”后，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是个不会犯错的“大救星”。笔者十三岁被“解放”以来，就没有听过他本人犯过什么错误，更没有听过他本人公开做过什么检讨、道过什么歉，或下过什么“罪己诏”。1959年到1961年即六○年那三年间，在他的领导下，虽然饿死了几千万人，出了那么大的事，也不过是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小事，或曰“一九开”，即九分成绩一分错误的小事，用不着大惊小怪；而那一分错，也是阶级敌人破坏和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他最多负点领导责任。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毛左们看来，文革以来，非正常死亡虽有两三百万之众，但不及六○年三年间的5%，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虽无起色，但农民们还有几个月的“瓜菜代”充饥，远比“解放”前吃糠咽菜好过得多，通过“忆苦思甜”教育，就可以使农民们心安理得。因此，他们认为，从“一九开”到“三七开”，是“伟大领袖”胸襟坦荡、宽宏大量的表现，也是对企图否定文革的党内右派所做出的重大让步！

个性坚强从不认输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资料显示，他的“最后通谍”是他通过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在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面前当众宣布的。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姿态：在威逼邓小平屈服的同时，震慑抱有异志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就像当年他威逼广州军区司令丁盛那样：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他召见了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等亲林彪将领，要他们向广州军区两千多名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倒林的《南巡讲话》，借以达到威慑亲林将士的目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邓小平全无当年丁盛等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当“最后通谍”宣布后，他立即站起身来，表达了与毛切割的决心：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至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展开了与毛、江为代表的党内左派新一轮的斗法——这是毛、周角力和毛、邓斗法的继续。

邓小平的反叛表态，使在场的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十分震惊。如果在两年前，听到这种反叛言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振臂一呼“打倒邓小平”，立刻就会引发群情激愤，纷纷起来响应，邓当场就会被人揪出批斗、打倒、坐“喷气式”。如今呢？那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经过毛、周角力和毛、邓斗法的洗涤，大多数人的立场已悄悄站到邓、周一边。而其中，尽管不乏有崇毛反邓反周者，也不敢妄自振臂。这些，邓小平心底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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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情况很快汇报上去，气得毛泽东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刻，他怎能不生气？是他把邓小平“解放”回京，又是他亲委邓以党、政、军大权；然而，邓却以怨报德，真乃气煞人也！（1980年的超级审判中，江青说毛泽东是邓小平气死的，这话颇有一些道理。）而此时，因运动神经元疾病困扰而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的毛泽东，头脑尚不糊涂，他决定打倒邓小平。于是，他借清华大学刘冰的告状信发难，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由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右图)

据《人民网》编辑的《中共大事纪》记载：“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据知情者传：在一次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上，一贯紧跟毛泽东、但对文革怀有一肚子牢骚、又在“全面整顿”中曾紧跟邓小平大显过身手的胡子上将王震，拍案而起，大声嚷道：“他妈的，老子上山打游击去！”只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元帅对他吼道：“王震，你想干什么？”继而又说：“有毛主席健在，你怕什么？”一句话，化解了王的反叛。在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劝说和拉扯下，王震才在座位上坐下。

又据《中共大事纪》记载：“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四五怒潮”被镇压后，邓小平问题的性质突变。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是时，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升格为敌我矛盾，他本人已变成了“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批为“走资派还在走”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但第三次被打倒，却为第三次复出，积累了资本，并为而后的“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总是要见血——拿人祭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能例外。1976年4月12日，受邓小平株连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参加“学习”。在“学习”中，他没能顶住新一轮的“学习”折磨，终于昏倒在批斗会的现场。送入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不治身亡。59岁的教育部部长，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第一个殉难高官。周的命运与当年59岁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命运相仿：1967年1月22日，张为毛泽东夺权祭旗而被打死，两人殊命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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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数日之内，为祭奠“反抗毛泽东暴政的旗帜”周恩来，先后有100多万人抬着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有三五成群的，也有整齐列队的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和军人。据记载，3月19日，朝阳区一个小学的一队小学生，把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3月28日，南京学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游行示威，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声讨张春桥遥控的上海《文汇报》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很快，南京大游行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南京“反革命事件”传到北京后，往天安门送花圈的人激增，到4月5日达到了高潮。据官方统计，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其中一个是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用钢筋、铝合金焊接成的高4米多的大花圈；送花圈的单位有1,400多个，其中包括部分军事单位。

据信，“四五怒潮”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本来在同周的角力中已处下风的毛泽东，本应以“宽以济猛”的权术，向以周、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势力示宽、示好，借以缓和对抗，但他却一意孤行，不仅高调打倒周的盟友邓小平，而对被他拖死的周恩来更无哀挽之心。据报导，被江青等人所左右的政治局，竟对周恩来的后事下达“五不准”的规定，即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挂总理像，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五不准”激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周、邓右派集团的强烈不满，使党内右派对抗情绪进一步发展。又据报导，当一些高级干部和将帅们上书毛泽东，希望他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以表达共事四十多年的情谊，他却不近情理地回应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当他看到邓小平致的悼词后，气愤地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最使周、邓右派集团不能容忍的是，从来不准放鞭炮的中南海，在1月30日即农历乙卯年的除夕那天，突然放起爆竹来。据传说：仅鞭炮纸屑就拉了一车。周、邓右派集团认为，这是毛、江左派集团在庆贺周总理的死，向老干部示威。周、邓右派集团的对抗情绪，被进一步激化。于是，他们借清明节之机，鼓动他们的子弟和亲朋好友，赋诗、送花圈悼念周恩来，煽动那些对毛、江左派集团不满的群众，去天安门广场上示威，掀起了声讨毛、江左派集团的怒涛。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此时的周、邓右派集团领军人物邓小平，组织或参与了“四五怒潮”，但毛、江左派集团仍然认为，邓是闹事的总后台。根据当年报导，笔者综述如下：

在烈士纪念碑上的一侧，张贴着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指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指江青）。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著。人们都知道，这是对邓小平的拥戴。（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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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碑的另一侧，悬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在碑上还张贴了一百多篇手抄诗词。例如：“昔日妲己毁一商，今朝‘艳妖’舞蹁跹。”“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周逝世日）。”等等。

此外，还有一首《莫猖狂》打油诗广为传播：“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落三起理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指邓小平），老子还他三百枪。”传说是许世友将军所作。在“四五”前后的郑州，笔者曾见到过这首打油诗的抄件。

最为著名的是高干子弟王立山所作的《祭雄杰》，堪称“四五”代表作。该诗当场被众多人传抄，有人则登高朗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指周恩来），扬眉剑出鞘。”“四五怒潮”平息后，这首诗被中共列为“001号反革命案”进行查处。	

这些标语、诗词，表明毛、邓为代表的党内左右两派新一轮斗法，已趋白热化。

４月２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立了由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开始节制人们的悼念活动。他们发布命令，称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禁止职工送花圈，阻止职工上天安门广场。那时市内还没有出租的士，上广场，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但有些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不理会指挥部的命令，他们公然在站点上高喊：“去天安门的，一律免票！”

4月4日，联合指挥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将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在清理过程中，指挥部警察与守护花圈的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多人负伤，数十人被抓走，矛盾由此激化。第二天4月5日，十多万人聚集在联合指挥部和大会堂门前，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口号。接着，发生激烈冲突：在联合指挥部门前，愤怒的群众首先掀翻、点燃了门前停放的四部小汽车；又有数十人冲进指挥部，搜出了很多记录闹事人的“黑材料”；但见“黑材料”，不啻火上浇油，盛怒人们，放火烧楼。到此，局面已经失控。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君子动口也动手”的最新指示。于是政治局决定：下午６时，向广场反复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命令群众离开广场，８时出动民兵，对滞留广场的群众，采取武力清场行动。吴德在讲话中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时许，民兵、警察开始武力清场。对此，知情人刘天成写道：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据报导，那些在广场上演讲、赋诗、点火、烧车等活跃分子，大多数都是有党、政、军背景且消息灵通的人。当听完吴德讲话后，他们迅即逃离广场，剩下了一千多没有背景的自以为清白来“看热闹”的群众。

历史反复证明，中共上层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付出鲜血代价的，总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

“四五”当晚死伤究竟有多少？众言不一。据报导，有现场目击者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事后用水龙头冲刷了三天。但吴德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看来，只要档案不敢解密，不许民间人士独立调查的禁令不解除，“四五怒潮”中伤亡人数，同“三年人祸”中饿死了多少人一样，在“高度机密”的强权下，将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显然，“四五怒潮”是毛、周角力的结果，又是毛、邓斗法的继续，因而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较量、逐鹿的反映。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正式确定五十五岁的华国锋为毛的接班人。但决议对邓留下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尾巴，没有把他再次推成“敌人”。邓小平为了保全自己并为东山再起做准备，4月8日他立即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毛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五怒潮”中，尽管周、邓右派集团被镇压了下去，邓小平还在软禁中，但周、邓右派集团在暗中摩拳擦掌，重整旗鼓，很快在党内形成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邓、叶右派集团，展开了与毛、江左派集团新一轮恶斗。五个多月后，这种恶斗，使权力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bookmark: 第三节34]4、毛泽东郁悒而终  

毛泽东为什么选定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呢？

华国锋（1921.2～2008.8），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名苏铸，字成九，1938年改名为华国锋。同年6月，参加交城抗日游击队，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随军南下湖南，历任湘阴县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等职。1956年后，历任中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历任湖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历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1月，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年，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76年1月，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五怒潮”平息后，4月7日，被毛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决定华国锋命运是从1952年开始的。那年，他在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当县委书记，1954年又升任湘潭地委书记，是个名副其实的毛家乡的“父母官”。在湘潭的任职，给他创造了接近毛的条件。1955年夏，当毛泽东用“枪杆子”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把亿万农民拖入共同贫困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时，华国锋紧紧跟上，推波助澜，连续发表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农业合作化，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秋，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时，在长沙，指名道姓要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见时，面相忠厚的华，又给毛留下了老实厚道、忠实可信的印象。1959年，当被问及大跃进情况时，他说“田瘦了”一句话，被毛誉为“老实人”。同年，在庐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庐山会后，湖南省掀起了批判周小舟高潮，华国锋成批周的干将，遂被毛钦点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就在华国锋荣升的同时，周小舟被贬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由于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在1966年12月27日毛生日那天，周终于含愤自杀身亡。据报导，湖南省在批彭、批周的同时，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据官方统计，仅湘潭一县,全县粮食由1958年的672,485万斤，骤减到1960年的278,500万斤，锐减58.6%，生猪也由33万多头骤减到14万多头，锐减57.6%。当然，做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华国锋，要负一定责任，但不能全怪他。最使毛泽东赞赏的是，1967年5月，正当毛号召全面夺权时，主持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下意识地对书记处书记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对毛忠心耿耿的“老实人”，将其告发，王延春旋被打倒。自此，华国锋官运亨通，踩着别人双肩，更上多层楼，官至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老实人”对毛忠心耿耿，但缺乏政治家应具有的权谋和决断，上调中央后，并没有进入毛接班人的行列。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林彪摔死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接班人已意属江青和张春桥。但在他接到邓小平“永不翻案”的保证和两年多的对邓的考验后，在他的心目中，又形成了江青——邓小平——张春桥三架马车接班架构。然而，当罢黜了邓小平后，接班人又只剩下他意属的江、张两人。毛泽东是个“理无常是”的哲学家，出尔反尔已习以为常。尽管他曾认为：江青太张狂，甚至认为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重托，但她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性很强，且对他忠心耿耿，仍是接班人的最佳人选；张春桥在党内、军内树敌较多，势单力薄，不足以扛大旗，但他有马列毛主义理论，足智多谋，且对他忠心耿耿，与江青一起接班，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仍是他最理想的选择。

然而，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斗法中，江、张两人受到了党内右派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将领的强烈反对：病入膏肓的总理周恩来和政治局常委康生，先后公然当面向他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不可重用；政治局常委朱德拿着外国人写的书，向他状告江青有企图当女皇的狼子野心；在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上，王震上将怒拍桌子，声言要上山打游击，抗议罢黜邓小平；宋时轮上将等高级将领，预谋发动支持邓小平的“兵谏”，意在清除江、张、王、姚等人；因受迫害住在301医院的将领们，在病房里，发出了反叛的呼喊：“老家伙们，做好准备，拿起武器！”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中将对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并对在福州治病的罗瑞卿大将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最令他不安的是，他曾下令调整军委领导班子，调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主持军委工作，下令右派首领叶剑英元帅“病休”，给陈让座；但叶“病”而不休，没有奉命让座，仍端坐军委高堂，并假他任命的陈锡联之手，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没有冒然直接向江、张两人交棒。

毛泽东是个意志坚强又非常自负的人。他的一生中遇到过多次“严峻的政治形势”，他都能从容化解；他很自信，这次不例外。他之所以没有冒然直接向江、张两人交棒，只是感觉时机未到。他不会屈服于右派的逼宫，更不会把棒交给右派，他要创造条件，使逼宫者付出代价。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为了击败右派，在他的头脑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架马车接班架构，即华国锋——江青——张春桥架构。没有列为接班人的华国锋，出人意料地成了一号接班人。真乃时势造英雄也！

但上调中央后经历证明，“老实人”华国锋，缺乏共产主义领袖应具备的政治素质。民初思想家李宗吾，在其《厚黑学》中指出，只有“面厚心黑”的政治家，才能“成大事”，才能成为“英雄豪杰”；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说，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能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者。由此可见，在政治素质上即在权谋和决断上，“老实人”不能与毛、周、邓相比，而与江、张也存有较大差距。显然，毛泽东突然让华接班，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把权交给华国锋，他并不放心。

“老实人”华国锋，有时并不老实。当他被毛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后，为了证明其“合法”性，常拿毛用铅笔给他写的条子来炫耀：“你办事，我放心。”但“老实人”却隐瞒了毛对他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其他六个字：

“有问题，找江青！”

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掌舵的不是华国锋，而是江青。这点，姚文元1996年出狱后印证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中央主席的位子传予江青。”毛的“其他六个字”，也给华、江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其他六个字”的初衷，绝不是要华、江对立，而是要华辅佐江，完成他三架马车接班的构想。显然，他抬出华国锋，不是因华有领袖才干，而是因华是“老实人”，在中央没有班底实力，是个党内左、右派都能接受的人物。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策略的毛，不会在“严峻的政治形势”条件下去硬碰硬，他抬出华国锋，是缓兵之计，无非是想在左、右势力中找到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使他有时间徐图倒右良策。他铅笔写给华国锋的条子中，就流露了他的这种思想：

“慢慢来，不要着急。”

然而，上帝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太少，已容不得他“慢慢来”了。  

1974年7月，正当报纸上在反复宣扬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可活到120岁以上”时，医生们已知，他得了绝症，还有两到三年的活头。

进入1974年后，毛除两眼白内障看不见东西外，他还得了更加严重的疾病。据他的“御医”李志绥说，他“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17日，讳疾忌医的毛，被迫做了全面检查。检查后，医生的结论是：毛患了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大脑延髓和脊髓内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文献统计表明，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医生们的报告很快呈报到政治局。由于毛讳疾忌医，经常批评医生“夸大病情”，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专会吓唬人”，并认为自已没有大的毛病；江青也说：“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因此，报告对运动神经元病只做了些轻描淡写式的描述，而对预后的恶变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医生们隐瞒病情不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他们却把毛的绝症，用口头报告给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

到了1975年2月，毛口齿不清进一步发展，连“大总管”汪东兴都听不懂。对此，汪无可奈何地说：“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可见当时，病人毛泽东，正在通过张“秘书”来指挥全国。

到了1975年10月，毛的病情有明显加重趋势，咳嗽、气喘加重，连续吸氧气时，稍有停顿，便出现缺氧症状，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完全靠张玉凤喂饭，而且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然而，就在这种恶劣的身体条件下，他竟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向党内右派兴师问罪。

进入1976年，毛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医生们看来，毛的病情正在恶化，并准备好了多种抢救方案；但讳疾忌医的毛却不以为然，他拒绝鼻饲，甚至拳打医生，叫他们“滚”。他的“秘书”张玉凤，也认为医生们夸大毛的病请。她公开对医生们说：“我看没有那么严重。”但毛的病情并没按张“秘书”的想象发展。6月20日，毛发生了心肌梗塞。在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下，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毛泽东病恶化传出后，以叶剑英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情绪极为亢奋，以清除江、张、王、姚为目标的“兵谏”，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一日，曾指挥炮火夷平沙甸回族村寨的杨成武上将，带着聂荣臻元帅的口信，谒见“病休”中的叶帅，请他动手。叶帅摇摇头说：“再等等。”胡子上将王震，在叶府叫嚷着，催促叶“动手”。叶帅要他保持冷静。他向王震示意：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後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一按。王立刻领悟：叶帅要等毛死后动手。肩负叶帅秘密使命的原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向原属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少将，指点要津，使其迷途知返，听命于叶。与此同时，毛泽东后院起火。“大总管”汪东兴少将，深夜接待了原领导王震上将的突然造访。造访中，王要汪保护好邓小平，不得出错，并向汪暗示了军方的动向，使汪深为惊骇。本来看不惯江青的汪东兴，知毛大势已去，便与已成傀儡的华国锋联手对抗江、张、王、姚，即后来官方所称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并与党内右派核心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沟通，形成了反毛、江左派集团的统一战线。

	[image: 毛泽东1976年5月27日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会面。]1976年5月27日，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在沙发上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毛左集团，也不示弱：他们一方面派毛侄子毛远新充当毛泽东的特别联络员，向中央政治局发号施令，以节制右派；另一方面，他们暗中向民兵发枪，力图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与右派对抗。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病入膏肓（右图）。他每次讲话，都是张一张嘴，叽叽咕咕几句，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型进行“翻译”；不然，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张的“翻译”传达到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这最新的“最高指示”中，究竟有多少话是毛的？多少话是张“秘书”的？只有天知、地知、张玉凤知，其他无人能知。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右手微瘫，执笔颤颤抖抖，下笔歪歪斜斜，不成字形，毛远新拿来做最新的令箭，要中央政治局遵照执行。这最新的令箭中，究竟有多少是毛写的？多少是毛侄儿的“矫诏”？只有天知、地知、毛远新知，其他无人能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统治八亿中国人的。——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糊涂：也许他已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他无法再用“慢慢来”的“层层剝笋”计谋，来与右派斗法，借以最终挫败右派；也许他已发觉后院起火，但他已无力灭火，眼睁睁地看着火光甘着急，因为他已无力使华、汪、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也许他恨江青太不争气，缺乏高瞻远瞩的协调能力，不会主动团结华、汪以对付右派；也许他抱怨张春桥书生气十足，没有设计出制服右派的方略，成了一个徒具虚名的军师；也许他还对国民经济江河日下忧心重重……总之，太多的遗憾、太多的忧虑纷至沓来，使他思不胜思；但他已无能为力了！——1976年6月15日，病中的毛泽东，在召见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王海容时，不无悲凉地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笔者：另一件指没有收回台、澎、金、马。）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不认输的毛泽东，突然发现，在生命面前，他竟然是这么不堪一击；“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突然发现，在天的面前，他竟然那么脆弱。他想到了他的后事，也想到了如何与党内右派妥协，因为那是他惯用的平衡之策。他为他曾交待汪东兴保护好邓小平而欣慰；在他看来，他死后，邓很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想到了被他下令“病休”的叶剑英，在十年中，叶基本上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对他不会怀恨。当是时，如果他想与右派妥协，其对象非叶剑英莫属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此时的妥协，等同于托孤，这是他不情愿做的事。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希望有些渺茫，因为，他早已知道，许多人反对文革。他担心的是毛家安危：妻子江青、侄儿毛远新可能受累，受惩罚；还担心有人可能会借机鞭尸。他对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寄于厚望，并为此铅笔草书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但他并不完全放心。9月2日，当再次心梗被枪救过来后，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摆在他面前那条托孤之路，也许能缓和左右的冲突，他想试试。犹豫几天后，从不服输的他，不情愿地指名召见“病休”中的叶剑英。当叶剑英应召来到他床前时，在他那张灰色的脸上悬吊着的那双无神的眼，直勾勾地盯着叶；他像要握手，但伸出来的手只颤抖了一下，竟没有抬起来；他似要说话，但嘴角只微微抽动了一下，竟没有吐出一个字。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也许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使托孤没有托成！这是他戎马倥偬、叱咤风云一生的悲剧！
[bookmark: _GoBack]
据报导，讳疾忌医、对医生半信半疑的毛泽东，在他临终前，竟神奇般地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难受，快叫医生来，救我。”但身边的医生们，已无回天之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一代魔王毛泽东，戴着权谋盖世、罪恶滔天的头衔，怀抱着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走完了他谎言、野蛮、邪恶的一生，终年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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